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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宋代政治理念、政治制度运行方式的讨论，视野 日渐拓宽，长时段的探求受到重视；与 

此同时，案例分析与整体认识结合紧密，议题愈益著实而妥切。这种趋势，成为研究中的突出亮点。参 

与讨论的学者，不仅 出自宋史学界 ，也来 自隋唐 史界。不 同的 出发点，带来 了更为多样的观察角度 ，生发 

出更为丰富的思考脉络。 

本期专栏所-1：q发的，是唐 宋史学界三位中坚学者的文章。讨论内容从制度理念到具体运行 ，从朝廷 

的El常行政秩序到对于境外信息的搜集途径 ；研 究旨趣从平实中体现创获。通过学人持之 以恒的积极 

互动，希望得以进一步激活相关的研究。 

邓 小 南 

“正名”与“正实” 
从元丰改制看宋人的三省制理念 

刘 后 滨 

(中国人 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制敕文 书起草和颁行即“造令”与 “行令”在职责 主体 和程序上 的分离 ，是北 宋政治体 制 中的一 

个重要特点。元丰改制以前，三省在制敕文书签署和下颁过程中对文书体式和流转程式的规范作用，属于 

“行令”的范畴，而“造令”则属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即“两制官”之职。三省制的框架作用以及三省流程的模板 

作用，虽与“造令”程序无关，却体现在“行令”程序之中。元丰改制以官制的“正名”为 目标 ，而所谓“以实正 

名”，对于三省来说，只是在出令机制上力图达成“造令”系统与“行令”系统的有机结合，将三省官员在告身及 

其所依托制敕文书上的署位落实为具名签署。元丰改制并没有恢复唐代前期实际运行的三省制，而在此前 

后宋人恢复唐代三省制的各种议论 ，却显示着其特有的三省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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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是如何理解《唐六典》所记三省制 ，以及其所 

要恢复的三省制与唐代实际运行中的三省制之间 

元丰改制是宋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中无法 有何异同，对于这样一个涉及改革思路的关键问 

绕开的重要论题 ，相关研究论著甚多①。但是 ，宋 题 ，并未有清晰的解读。一种较为普遍 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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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专门以元丰改制为主题的论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秦邕江：《试论北宋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学术论坛》1983 

年第4期)、龚延明：《北宋元丰官制改革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葛桂莲：《论元丰改制在中国古代 

官制发展变化中的作用》(《甘肃社会科学》1996午第 4期)、谭凤娥：《论元丰改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4年)、罗神楠：《论元丰三省政务运作分层机制的形成》(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等，涉及元丰改 

制的研究著作很多，如台湾学者张後华：《北宋中期以后之官制改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1年版)，余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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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改制恢复了唐代 的三省制 ，如秦 邕江就认为 

元丰改制对 中枢机构进行 了调整，重新恢 复了三 

省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 ，三省“中书拟 旨，门下 

封驳 、尚书执行”的大权得 以收回，重新上升为实 

际的宰相机关 ，三省长官也相应地上升到宰相之 

位①。诸葛忆兵虽然指出了由于三省制存在不合 

理性 ，元丰改制后宰相机构的演变方向是三省的 

再度趋 同②，但是对于宋神宗所要建立的三省制 

与唐代 三省制之 间的关系还是 未加厘清。实 际 

上，元丰改制所建立的一套体制虽亦可称之为三 

省制，却是与唐前期三省制在三省职能和运行机 

制上都有重大差异的官僚体制。 

元丰改制是以官制的“正名”为目标的。《神 

宗正史 ·职官 志》载 ：“神宗初 即位，慨然欲更 张 

之。⋯⋯十数年之间 ，自国子 、太学 、司农 、兵部 、 

军器、大理 、将作各 已略循古制 ，备置官属，使修其 

职业。于是法度明，庠序兴，农政修，武备饬，刑狱 

清 ，械器利 ，叠蜜乎董正治官之实举矣 ，然名未正 

也。熙宁末，上欲正官名，始命馆阁校《唐六典》。 

元丰三年 ，以摹本 赐群 臣，遂下诏命 官置局 ，以议 

制作。上 自考求故 实，问下手诏 ，或亲I临决 ，以定 

其论。”③史 籍 中亦 有大 量 “元 丰正 名 ”的说 法， 

《宋史 ·职 官志》载诸寺监在元丰改制 以后 职掌 

的恢复大都称之为“元 丰正名”的结果 ，如记太常 

寺之职 即称 “元 丰正名 ，始专其职 ”④。所谓 “正 

名”，包括 两个方 面：一是 元丰 三年 (1080)颁 布 

《寄禄新格》并以此进行的以阶易官，旨在恢复唐 

代以散官寄寓俸禄 的官阶制度 ，而将此前作 为寄 

禄官的唐代职事官衔恢复为职事官 ，以取代差遣 ； 

二是元丰五年颁布《三省六曹条例》并 以此进行 

的 旨在恢复唐代三省六部和寺监职权 的体制改革 

和机构改革。 

以阶易官的改革并非一般认为的那 么简单 ， 

其间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州县官中原本正 

官和差遣就不是那么判然 区分 ，如县长官 中既有 

知县也有作 为选人 阶的县令。所 以说 ，以阶易官 

的改革也还有许多 问题没有澄清。但总体上看 ， 

相对后一个方面来说 ，学界对此还是 已有较深入 

的研究⑤。本文所关注的是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 

中的“正名”问题⑥，其中尤 以三省的“正名”为中 

心。并且通过所谓“正名”来分析宋人对三省制 

的理解。 

北宋前期的中枢政 治体制 ，总体上说是 中书 

门下、枢密 院和三 司分掌行政、军 事和财政的格 

局，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长官和副长 官被称为宰 

执，三司则 是 “有 司”，与 宰执不 在一个 层面上 。 

从行政体制看 ，中书门下作为最高政务裁决机构 ， 

有一套下属的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办事机关，可 

以称之为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为首的政务 

裁决系统 ，基本脱离了三省而独立运行。然而，三 

省并非废弃不用 ，在告 身及其依托的制敕文书中 

依然按照唐代三省制 的格局保 留三省的署位。作 

为主要政务文书的告身 ，其成立和颁给过程中，三 

省还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北宋前期官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官和差遣的 

分离，“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 

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唐代的职事官大都成 

为了“寓禄秩 、叙位著”的所谓寄禄官 ，而寄禄官 

所依托的那一套官僚机构 ，尤其是 中央机构中的 

三省六部九寺诸监并未撤废 ，尽管 “官无定员 ，无 

专职”，但还是要“以他官主判”⑦。既然唐代的 

职事官都成为了寄禄官，政务的实际运行基本依 

托于使职系统 ，那么为什么还要保 留三省六部九 

① 秦邕江：《试论北宋元丰年问的官制改革》。 

② 诸葛忆兵：《末代宰辅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6页。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七四～七五，北京：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2367页。 

( 《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四》太常寺条 ，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3883页。 

⑤ 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第22—27页。 

⑥ 有关元丰改制“以实正名”问题的提出以及中枢行政设置的改革，可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 

度——宋》，载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256页。 

⑦ 以上并见《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第3768页。 



124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 

寺诸监的机构设置?这是 由于使职行政系统还没 

有形成完全脱离于台省寺监的、可以独立运行 的 

体制 ，台省寺监也并非全然没有职掌；或者说 ，也 

是由于使职行政体制还没有法典化或律令化 ，其 

所遵循的律令还是唐代的律令，所以还要以唐律、 

令为蓝本修撰《刑统》和新令，同时又以附令敕等 

来规范实际运行的制度。 

由于使职行政系统还没有形成完全独立运作 

的体系，北宋前期三省的沿置 ，在实际政务运行中 

还有一定的意义。三省在政务运行中的作用，体 

现在文书行政的一定层面上。以皇帝为核心 的最 

高决策，要通过一套出令系统发布出去，其中包括 

制敕文书的起草、流转和签署等环节。在唐代前 

期三省制的格局 中，决策机制和 出令机制基本合 

一

，制敕文书的起草者 、签署者同时也是最高决策 

的参与者 ，制敕文书在中书省 、门下省和尚书省各 

个机构之间的流转 ，基本也是通过三省 内部来完 

成的。换言之 ，制敕文书的起草、签署和流转都是 

依托于三省，除了宦官在三省与皇帝之间的传递 ， 

三省之外并无其他机构参与。北宋前期 ，围绕最 

高政务裁决而形成 的制敕文书，其起草程序 、流转 

程序以及落实到文书体式上 的职衔签署 ，三者之 

间尽管有交叉却是互相分离的，是出令机制中的 

三个相对独立的层面。而出令机制与最高政务裁 

决机制之间，更是判然区分。三省的角色与地位 ， 

主要就体现在出令机制中的文书流转和签署程序 

之 中。 

宋代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文书 ，其所处理 

政务的主体是不同级别官员的任免，其他方面国 

家日常政务 ，主要由宰相(政府 )通过敕牒与札子 

进行处分①。根据颁赐官员级别的不同而区分的 

诏书和敕书 ，大概也与 日常政务的具体处分无关。 

唐代敕类 文书 中的发 日敕、敕 旨、敕牒 等，都 是 

“王言之制”，原本是处理国家 日常政务 的主要文 

书，宋代除敕牒外已无相对应的皇帝命令文书。 

皇权越来越集中于官员任免而将其他13常政务交 

给宰相处理，是皇帝走向处理 国家政务的前台、君 

相在政务处理环节上趋向一体化并进行了重新分 

工的体现。皇帝命令文书形成 了不 同于唐朝的体 

系 ，反映 的是制度格局和政务运行机制的差异。 

唐前期的“王言之制”，是皇权行使的实际途径， 

皇帝在政务文书上的御画(制书画可 、敕 旨书敕 、 

发 日敕书发 Et、奏抄 画闻等 )，是皇权 行使 的体 

现。而三省官员在命令文书上 的签署 ，并非“副 

署”，他们本身就是文书成立 的主体。这种机制 

背后 的制度格局是 中书、门下两省沟通内廷与外 

朝的建置，以及三省分工协作的运作程式；而其背 

后的思想理念 ，则是君主与宰相共治天下 ，即唐太 

宗所说的“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 ，于事稳便 ， 

方可奏行”②。由于北宋 的出令机制 中增加 了新 

的环节 ，或者说在从决策到出令 的程序中拆分 出 

一 些新的环节 ，制敕文书的起草、签署和流转环节 

各 自独立出来。这实际上反映出宋代制度格局与 

政务运行机制的特点 ，即实际运行 中的中书门下 

体制与制度框架上的三省制并存 ，官与差遣分离。 

三省在文书流转和签署的环节上还起着一定的实 

际作用 ，至少告身及其所依托的制敕文书上还维 

持着三省签署的体式 ，任官制书经翰林学士起草 

之后，要“送中书结三省衔”③。虽然制敕文书上 

结衔的是三省官员 ，但却是在“中书”(即中书 门 

下)完成的。宋仁宗嘉韦占三年(1058)刘敞、胡宿 

在改更官制的建议中，就提到这种程式与唐制 的 

背离 ，“中书出制敕 ，唐 制并 经门下审覆 ，然后 尚 

书出告身，经历三省，比来唯于中书发敕，虚置三 

省官名 ，今欲 申明复此制”④。这里所说 的“虚置 

三省官名”，当指三省官员在制敕文书上的结衔。 

对比唐前期三省共同构成最高决策层的机制 ，似 

乎北宋的三省没有 实权。换言之，在北宋前期 的 

最高决策过程和出令机制 中的制敕文 书起草环 

节，三省不发挥作用。但在文书签署的环节，尽管 

真正署名的是每个环节上签署的实际判事者，但 

① 参见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政务处理方式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盛世学术研讨 

会”论文，2004年6月；张稀 ：《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②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第 1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五，庆历八年十月庚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7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2，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版，第4536—4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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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是虚置的三省官名，却维系着整个文书的体 

式 ，且实际判事者的签署 ，也被纳入到三省按流程 

分工的框架之中。唐代制敕文书按三省分工签署 

的流程 ，完全被复制 到宋代 的官告及其所依托 的 

制敕文书签署程式之 中。这就是三省在制敕文书 

签署程序中的作用。至于制敕文书的流转，三省 

机构及其“判省事”者并不参与 ，而是有另外一套 

通进和封驳 、行下的途径①。不过 ，某些时期 内， 

在告身的成立和颁给过程中，三省对于文书的上 

下流转还是起着实际作用的。《职官分纪》卷九 

《甲库》载： 

大中祥符五年敕：流内铨 注官后，帖过院，逐申 

牒送 门下省 ，限五 日。押 定后送铨 司 ，限七 日。铨 司 

送 南曹勾勘 、印书，限两 日。南曹 勾勘 、印书讫 ，却送 

铨 ，限一 日。铨牒 门下省 ，限 一 日。 门下省进 内，限 

两 日。候 内中降到 中书 ，中书限两 日却付 门下省，门 

下省却给付都省承敕人 ，限一 日。送 甲库 亦限一 日。 

甲库出给馥符，关送南曹、格式司、官告院，限五 日。 

南曹给屋子，限十五 日。官告院给官告，限五日。② 

这条敕文详细规定 了流内铨注官至发给告身的流 

程及时限，其 中三省在文书上下流转过程 中是不 

可或缺的，只不过这里 的中书是指中书门下而非 

中书省。在告身文书流转的环节上 ，中书门下某 

种程度上处于唐前期中书省的位置，其职权却大 

不相同。 

宋人把体现最高决策的文书起草称为“造 

令”，把文书 的流转和签署称为“行令 ”。元 丰改 

制后关于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录黄、画黄的争论中， 

神宗就说过“造令与行令不同，职分宜别，给事中 

不当书草”③。元丰改制以前 ，三省在制敕文书签 

署和下颁过程中对文书体式和流转程式的规范作 

用 ，属于行令的范畴 ，而造令是翰林学士和知制诰 

这两制官的事情。造令与行令在程序上 的分离 ， 

是北宋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三省制的框 

架作用以及三省流程的模 板作用 ，虽与造令程序 

无关，却体现在行令的程序之中④。 

相对于上述北宋前期中枢政务运行中决策机 

制与出令机制的分离，出令机制中文书的起草、流 

转和签署三个环节 又相对独立的情况 ，“元 丰正 

名”所要恢复的三省制，是就出令机制而言的，就 

是试图把出令机制中的起草和传宣即造令和行令 

按照三省 的分工结合起来 (翰林学士起草内制之 

职则未能归并到 中书舍人 )，并 落实到文书体式 

上。至于政务决策机制 的层面 ，则是有三省之名 

而无三省制之实。元丰改制虽然名义上恢复 了三 

省的机构建 制，尤其是 尚书省 “甚 与官制 相 

称”⑤，但是实际上却是“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 

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 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 

职”⑥，最高决策层依然是 中书 门下体制下的运行 

机制。从 出令 机 制 而言 ，元 丰改 制 实 现 了 “正 

名”，从决策机制而言，则没有完全恢复唐代前期 

的三省制，也就没有真正实现 “正实”。但是，通 

过分班奏事等方式 ，元 丰改制还是改变 了中枢决 

策的运行环节⑦，尽 管中书门下体 制下的决策机 

制还在发挥主导作用 ，但是唐前期三省制下的一 

些政务裁决机制也得以恢复，如体现为奏抄(奏 

钞)的运行及其裁决程式(详见后文)。这种两套 

① 参见李全德：《文书运行体制中的宋代通进银 台司》，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 以宋代 为重 

心》，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291—328页。 

( 孙逢 吉：《职官分 纪》，影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③ 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88页。 

④ 参见刘后滨 ：《唐宋 闻三省在政务运行 中角色与地位 的演变》，《中 国人 民大学学报》2011年 第 l期。该 文在表 

述上还有若干不够明晰之处，本文作了进一步补充。将三省在北宋政务运行中的作用定位为行令程序中“三省 

制的框架作用以及三省流程的模板作用”，是在邓小南教授指导下做出的修改，同时也得益于我在中国人民大 

学开设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课堂上与各位研究生的讨论，尤其得益于赵璐璐、张雨、张亦冰、朱博宇、 

徐畅等同学的意见，谨致谢意。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一元丰六年十月庚申，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版，第 8211页。 

⑥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第3772页。 

⑦ 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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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叠加”的状况 ，带来 了改制后政务裁决中的 

滞缓 ，这也是后来被批评 、乃至被改动之处。 

《宋史 ·职官志》中书舍人之职条所说的“及 

修官制，遂以实正名，而判后省之事”，其所正之 

实，就是“掌行命令为制词，分治六房，随房当制， 

事有失 当及 除授非 其人 ，则论 奏封还 词头 ”①。 

这里所恢复的中书舍人 的职权 ，是其起草外制 以 

及封还词头之职 ，是中书省在制敕文书起草和签 

署环节上的事情。以中书舍人为实际长官的中书 

后省 ，也 只能在三省 的“正名 ”方面有些 实际意 

义，而与三省 共同参 与最高 政务裁 决之“实”无 

关 。唐中后期 以来翰林学士起草内制之职不可能 

回归到中书舍人 ，唐前期中书舍人 以六押和五花 

判事形式参议表章的职权也不可能恢复。其所正 

之名 ，很大程度上是将北宋前期设立于 中书门下 

所属舍人院的负责起草“外制”的知制诰或直舍 

人院撤销 ，其职恢复为中书舍人所掌。而元丰改 

制所恢复的中书舍人封还词头 的职权，更是说 明 

其无法参与最高决策 ，而只是在出令程序上进行 

把关 ，且与给事中的职掌有所雷同。 

《宋史 ·职官志》记给事中之职为，“分治六 

房，掌读 中外 出纳，及判后省之事。若 政令有失 

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凡章奏，日录 

目以进 ，考其稽违而纠治之。故事，诏 旨皆付银台 

司封驳。官制行，给事中始正其职，而封驳司归门 

下”②。这里强调 的给事 中始正其职 ，指 的是其 

“封驳”权 ，即行令环节上 的职掌。而所谓封驳 ， 

宋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唐前期 门下省职掌的一 

种以偏概全的理解 ，即仅仅针对门下省签署或封 

还下行制敕文书而言 ，而忽略了唐前期 门下省审 

读奏抄以驳正违失之职权。唐前期给事中职掌中 

的“封还”与“驳正”是两个概念 ，封还针对于下行 

文书即皇帝的制敕 ，驳正针对于上行文书 即百司 

奏抄 ，二者合起来称为“封驳”。 自唐代 中后期 以 

来 ，则封 、驳合一 ，针对的主要是制敕③。而元 丰 

改制对给事中的所谓正名，主要是将北宋前期设 

于通进银 台司或门下封驳 司的负责“详读 ”非机 

密宣敕的“知给事中事”恢复为给事中。此外 ，元 

丰改制也涉及恢复行用奏抄 的问题，并试 图恢复 

给事中驳正奏抄 (宋代多作奏钞)之职。《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三二六 ，元丰五年五月辛丑 ： 

给事中舒 宣言：“吏房前后发 李规、王务 民奏 

钞 ，令 臣书读 ，侍 郎王硅已书省 审，坐违式举行 ，门下 

省但勘罚令史。缘 奏钞 皆王硅 书名 ，自合 省问 ，岂容 

但称不知，归罪令史? 自非执政大臣怙权擅事，轻蔑 

朝廷，即是吏史凭附大臣，沮坏法令。陛下新正官 

名，而上下横厉如此，不治其微，实恐陛下复古建事 

之意或成虚名 ，为天下后世所议 。”诏 承行 吏人送 门 

下省别加重罚。④ 

这是元丰改制之初的一个特例，舒宜坚持认为 ，门 

下侍郎王畦已在任官的奏钞上签书“省审”二字， 

就应该对这份违式的奏钞负责 ，而不应把责任都 

推给令史。由此可知 ，恢复门下省官员对奏钞的 

读 、省、审，是元丰“新正官名”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 ，从元丰以后大量的议论和记载来看 ，门下省 

的封驳和给事中的“书读”，基本都是针对下行制 

敕文书而言。 

元丰改制后 中书舍人的 “书行 ”与给事 中的 

“书读”，所指似应为制敕文书行下 (即行令 )过程 

中的两个程序。虽其起源于唐前期三省制下中书 

舍人和给事中在文书上 的签署程式 ，但具体 意义 

却有所不 同。尤其是书“读 ”所代表 的给事 中驳 

正奏钞之职 ，元丰改制尽管在制度规定上有所恢 

复，但实际运行中却没有落实，偶有落实也未必能 

够长期遵行。这也是元丰改制对三省“正名”而 

未彻底“正实”的结果。唐前期三省制下 ，在下行 

的制敕 文 书 上，中书 省 三 官 分 别 签 署 中 书令 

“宣”、中书侍 郎“奉”、中书舍人“行 ”的字样 ；在 

上行奏 抄 上 ，则 门下 省 三 官 分 别 签 署 给 事 中 

①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第3785页。 

②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第3779页。 

③ 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兼论中古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历史研究》 

2001年第 2期。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六，第7853页。原文作“门下省但勘罚。今缘奏钞 皆王硅书名”，误。承邓小 

南教授指 出后 ，据四库全 书本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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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门侍郎“省”、侍 中“审”的字样。元 丰改 

制后 ，正式颁下的制敕文书，都要有宣、奉 、行的字 

样，但往往 中书三官不全 ，就 由中书舍人一人宣奉 

行。而给事中的所谓“书读”，对于制敕文书而 

言，并不需要签书一个“读”字，只书官封姓名而 

已①。至于为何称之为“书读”，当与给事中在上 

行奏钞 中需要签 书“读 ”字有关 。所 以上 引元丰 

五年给事 中舒 直 的奏 言 中提到 “吏 房前后 发李 

规、王务民奏钞，令臣书读”。但由于奏钞实际很 

少应用 ，封驳主要针对制敕文书 ，所以针对奏钞的 

“书读”也就被用到针对制敕文书的签署程式中 

了，但实际上并不需要签书一个“读”字，其实际 

意义就是指对制敕文 书的审署 ，宋人一般称之为 

“审读”。如《宋史 ·职官志》载 ： 

重和元年，给事中张叔夜言：“凡命令之 出，中 

书宣奉，门下审读，然后付尚书颁行，而密院被旨者， 

亦录付门下，此神 宗官制也。今 急速文字，不经三 

省 ，而诸 房以空黄先 次 书读，则审读 殆成 虚设 矣 ，乞 

立法禁。”从之。② 

总之 ，《宋史 ·职官志》所 概括 的三省及其官员的 

职掌 ，基本上是针对出令机制 而为三 省“正名 ”， 

将北宋前期的差遣之职撤销，其职掌则依照三省 

六部和寺监的体制，恢复为以唐代职事官为名的 

官员所掌。至于政务裁决机制之 “实”，则没有也 

不可能恢复到唐前期三省制。所以，从“正名”的 

意义上说 ，三省制的格局 因此建立起来 了。而实 

际运行中的最高政务裁决机制，却与《唐六典》表 

述的唐前期三省制相差甚远。不论是三省分为三 

班奏事 ，还是后来很快就恢复为三省 同班奏事、共 

同取旨，其政务裁决机制都基本还遵循中书门下 

体制下的运行程式，而非唐前期三省制下的运行 

程式。 

四 

宋代开国以来，法令制度包括职官制度，实与 

名不符的情况很多。所以，北宋前期对官制正名 

的要求一直存在。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八载嘉韦占三年(1058)十二月翰林学士韩绛言 ： 

中书门下 ，宰相所职 ，而以他官判省 ，名不相称 ， 

请更定其制。⋯⋯又台阁省寺，典章所由出也，今独 

存敕条文案而 已。本朝故事，名臣遗范，无所传录， 

请依周礼、唐六典著为一书。 

仁宗下诏，令翰林学士胡宿、知制诰刘敝详定以 

闻。“敞等条上改正、裁损 、申明十事”，其 中涉及 

枢密院、三司、翰林学士等唐代律令体制之外 的机 

构，也特别指出要恢复三省在告身及其所依托制 

敕文书行下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即“中书出制敕， 

唐制并经门下审覆，然后尚书出告身，经历三省， 

比来唯于中书发敕 ，虚置三省官名 ，今欲申明复此 

制”③。刘敞等人提出的方案 ，一方面是要在宰相 

层面恢复到三省制以前的丞相体制 (事实上也是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他认为三省长官 

共为宰相就是名实不符；另一方面在行政体制的 

层面则要裁罢使 职差遣 的各个机构，恢复到唐代 

律令所规定的官制体系。这个方案 比后来元丰改 

制的方案恢复唐制更为彻底 ，一定意义上说 ，是真 

正的“正名”又“正实”之举。但是 ，它也只能是一 

个夭折的方案，从唐代高宗武则天以来发展起来 

的使职差遣体制已经不可能废弃，要为官制正名， 

其出路只能是部分恢复唐代 旧有的机构和官名 ， 

而运行机制上则继续行用 中唐以来发展起来的依 

托于使职差遣体制的一套办法 。事实上 ，这也正 

是后来元丰改制及其后不断修正的方案。要彻底 

回到三省制衡的机制上去，在现实 中是根本行不 

通的。元丰改制前后，宋人有许多这方面的讨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元丰五年六月： 

三省并建政事，自以大事 出门下，其次出中书， 

又其 次出尚书，皆以黄牒付 外，众以为 当然。王安礼 

初不预官制事，乃为上言日：“政畏 多门，要 当归于 

一

，特所 经历异耳 。今 也 别而 为三 ，则本 末不相 见． 

是何异秦、齐二王教与诏敕杂行，安所适从?臣以谓 

事无巨细，宣于中书，奉于门下，至尚书行之，则尽善 

① 参见朱瑞熙：《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中华文史论~)2oo8年第 1期，第 10l—l22页。 

②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377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第 4536—4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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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诏从之。① 

可知元丰改制的初始方案并没有恢复到三省分工 

协作、互相制衡的体制，只是在出令机制上试图恢 

复三省签署行下的程式，而且即使在 出令程序上 

也没有恢复到 “事无巨细，宣于 中书 ，奉 于门下 ， 

至尚书行之”的机制。不过 ，王安礼所提方案，却 

反映出宋人对唐代三省制的理解也仅限于出令机 

制而不及于政务裁决机制。又，《石林燕语》 

卷三： 

自两汉以来，谓 中书为政 本 ，盖 中书省 出令，而 

门下省覆 之。王命之 重，莫大 于此 ，故唐 以后 ，以 同 

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此也。尚书省但受成事 

而行之耳。本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 

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 

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 

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 

侍 中之职 ，~'4／-射兼 中书侍 郎以行 中书令之职 。而别 

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 

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 出者，而左仆射又 

为之长，则出命令之职，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 

方其进对 ，执政无不 同，则所谓 门下侍 郎者，亦预 闻 

之矣。故批 旨皆日：“三省同奉圣旨。”既已奉之，而 

又审之，亦无是理。I'-J下省事惟有给事中封驳而已， 

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 

郎所谓 省审者，殆成虚文也。② 

在叶梦得看来 ，所谓三省制也就是中书省出令，门 

下省覆之 ，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至于元 丰 

改制后的政治体制只是有三省之名而不可能行三 

省制之实，不可能恢复到唐前期三省协作制衡、共 

同参与最高决策 的体制 ，叶梦得在宋人议论基础 

上概括出的以上一段话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需要说明的是 ，翰林学士院和枢密院的设立 ， 

是宋代制度与唐前期制度相比最大的名实不符之 

处。所谓造令和行令系统 的结合，也是就外制而 

言的。供奉于内廷的翰林学士起草内制之职权， 

在文书体式上是无法反映出来的。而要回到唐前 

期三省制最大的问题是枢密院。这就使得实际的 

政务运行中，需要处理诸多方面的关系 ，如中书门 

下与枢密院的“两府”关系、“三省”与 尚书省、中 

书省和门下省的关系等。《石林燕语》卷五： 

神 宗初更官制 ，王荆公诸人 皆欲罢枢 密院，神 宗 

难之 。其后遂定 官刺 ，论者终 以宰相不预兵政 为嫌， 

使如故事复兼，则非正名之意，乃诏厘其事大小：大 

事，三省与枢密院同议进呈画旨，称三省枢密院同奉 

圣旨，三省官皆签书，付枢密院行之；小事，枢密院独 

取旨，行讫，关三省。每朝，三省、枢密院先 同对，枢 

密院退待于殿庐，三省始留进呈，三省事退，枢密院 

再上进呈，独取旨，遂为定制。③ 

是则枢密院与三省之 间形成了大事 同奉圣 旨、在 

政务裁决过程 中互相 配合 ，小事则分别取 旨的机 

制。但是，枢密院的存在与元丰正名的目标总是 

捍格而不符的。事实上，元丰改制后三省和枢密 

院的关 系，常常成为一个无可 回避 的突出话题。 

如元丰八年十一月侍御史刘挚 《上哲宗论枢密院 

侵紊政体》： 

臣准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 

旨，唐淑问除左司谏等事。又牒，十月二十八 日，三 

省、枢密院同奉圣旨，陆佃等罢侍讲事。臣窃睹自来 

朝制及近降官制格 ，凡差除有 中书进拟者、有 枢密院 

进拟者，有三省、枢密院同进拟者。盖建官分职，各 

有所治，无相参也。三省、枢密院同取 旨者，似止于 

差除 帅臣、边 镇 大吏、内 臣、近 上差遣 而 已。今 差谏 

官、罢侍讲，不委枢密院，何为而预也?外言籍籍，皆 

、 以三省容纵密院侵 紊政体 ，莫 不疑异 。 臣窃谓 国家 

所恃者在纲纪，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纲纪正于上， 

则下无邪志；名分治于下，则政无多败。一有夺移， 

何患不起?况朝 廷今 日正 当尊强君道 ，谨 守祖 宗法 

制，严臣下之分，以消压权僭之心!今废置官吏，陛 

下大政 ，而三 省之事 也。枢 密院 干非 其职 ，逾 法 出 

位，横造议论，公然犯分。臣恐积微至著，交乱官守， 

渐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则陛帘之等慢，下则倾夺之 

患生。杜渐防微 ，实系国体。欲 望圣慈特降诏 旨，戒 

谕三省、枢密院臣寮，凡以差除拟进者，各依 自来奈 

制班次取旨。所贵正名定分，事无侵逾，以尊朝廷，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第7872页。 

② 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石林燕语》，第39—40页。 

③ 叶梦得撰、字文绍奕考异：《石林燕语》，第68—69页。此处断旬与标点对中华书局点校本进行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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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在 位。① 

这是在官员差除问题上有关三省和枢密院职权划 

分的一次集 中议论 ，也包 含着为三省 (实际为 三 

省官员互兼的中书门下)“正名定分”的意图。 

综上所述 ，元丰改 制的所谓官制 “正名”，只 

是试图把出令机制中的造令和行令结合起来，使 

落实到文书体式上的三省官职恢复其在起草、颁 

行制敕文书过程 中的作用，而不可能在政务运行 

机制上恢复到唐代前期的三省制。而从文书体式 

上看 ，其大的格局在元丰改制前后并未有很大的 

变化 ，只不过元丰改制前那些 只是署位 的三省官 

职，元丰改制后改为实 际具 名签署 的官职而 已。 

具体的文书，可参见元桔元年 司马光拜左仆射告 

身 ，以及元禧三年范纯仁守 尚书右仆射兼 中书侍 

郎告身②。从缺名署位到具名签署 的改变 ，反 映 

的就是元丰改制对官制“正名”的结果。 

五 

实际运行中的唐代三省制 ，并非一套顺畅而 

无滞碍冲突的体制 ，但是宋人理解 的唐代三省制 ， 

却是落实到《唐六典》之中的理想化的制度，而且 

是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体现在出令机制方面日渐 

完善的三省制。 

笔者曾经指出 ，由于唐代政治体制的变化 ，到 

唐代中后期 ，中书省和门下省 的职权都与唐前期 

有很大的不同，而宋人 的理解却往往建立在其当 

时制度的基础上③。唐代中后期 ，中书省起草制 

敕的职权很大一部分 由翰林 学士院掌握 ，门下省 

除了“过官”等少数审读奏抄的程式还保留外，少 

有对上行文书的审读 ，给事 中的职掌重心也从审 

读上行文书为主转为对制敕下颁过程中的执论封 

还为主。宋人根据中唐以后和宋朝当时给事中的 

职权 ，往往将“封驳”理解为仅仅针对于下行文书 

的审查 ，理解为单纯对 中书省草制权的制约 ，实在 

是对唐前期三省制一个极大的误解。如司马光根 

据 自己的理解 ，在《资治通鉴》中将贞观元年唐太 

宗对王硅所说 的一段 话改写为 “国家本置 中书、 

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 

正”④。这是将唐代史料 中作 “执论”、“执言”之 

处改写为“驳 正”，并将原本针 对奏抄而言的“驳 

正”理解为针对诏敕的行为。这种情况在其他大 

量的宋人著述 中都可见到。 

由于对“封驳”的片面理解，致使宋人对三省 

制的理解也停留在“中书出令，门下审驳，分为二 

省 ，而尚书受成 ，颁之有司”⑤这样一种笼统的概 

念上 。此种说法 自宋朝 以来很流行 ，如宋人赵升 

《朝野类要》卷二“三省”条云 ，“中书拟定，门下进 

画，尚书奉行”⑥；陈振孙 云，“中书造命 ，门下 审 

覆 ，尚书奉行 ”⑦。后人也一直沿用宋人的这种说 

法，如明人王鏊日，“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 

书主奉行”⑧。 

后世论者也有的以为元丰新制的某些职官及 

其职掌回到了唐前期的制度。如龚延明编著《宋 

代官制辞典》“给事中”条称，“唐武德三年改为门 

下省给事中，省读奏案、驳正违失，此方是元丰新 

① 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点校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十七《百官门·宰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501页。 

( 元祜元年 司马光拜左 仆射告身，载台湾《故 宫文物月 刊》第 284期 ；元祜三年范纯仁 守尚书右 仆射兼 中书侍 郎告 

身，参见近藤一成：《(长编) 收绿芑扎 蒜柬坡 一逸话老幻 》，载畏浑和俊[编]『丁 7，I二括c于为年 

代把 研 究J，昭和 六十年度科 学研 究费稿助金鲶合 的研究 (A)研 究成果 鞭告 害，1986年 ，第 73—81页。如近 

藤一成指出，范纯仁告身中缺中书三官的宣奉行，有待进一步研究。 

③ 参见刘后滨：《唐代 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 109页。 

(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北京：中华书局 1956年版，第6041页。 

⑤ 《文献通考》卷五十《职官四》门下省条引胡致堂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第456页。 

⑥ 赵 升编 ，王瑞来点校 ：《朝野 类要》，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版 ，第 44页。 

⑦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职官类》唐六典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72—173页。 

⑥ 王应麟撰，翁元圻注：《困学纪闻》卷一三《考史》“尚书中书门下省”条注引明人王鏊《震泽长语》上，北京：商务 

印书馆 1959年版，下册，第 10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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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给事中之职任”①。其实 ，如上所述 ，元丰新制 

中给事中的“书读”，与唐前期给事中驳正奏抄 、 

签署制敕之职权 ，还是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毕竟整 

个体制就不一样了。 

综括言之 ，元 丰改制 中的“以实正名 ”，对 于 

三省来说 ，只是在外制 (而非翰林 学士起草 的内 

制)的出令机制上力图达成造令 系统与行令系统 

的结合，将三省官员在告身及其所依托制敕文书 

上的缺名署位落实为具名签署 。这样 的改革并不 

能称之为对唐代前期实际运行的三省制的恢复 ， 

尽管存在着恢复唐代三省制的理想和呼声。元丰 

改制以后，告身及其所依托的制敕文书的签署和 

流转在一定时期内遵循着三省分工的流程。而从 

什么时候开始，制敕文书的签署和流转程序中，就 

放弃了三省官员的签押而呈现新的程式呢?在中 

国古代政务运行机制 的变革史上 ，这是一个值得 

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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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ification of the Nam es and Restoration of the Reality： 

Understanding of the Sansheng System by the People 

of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Yuan~ng Period 

Liu Houbin 

(School of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Yuanfeng Perio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as to restore the Sansheng(the Thre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System of the Early·Tang Dynasty． 

But in fact，the Sansheng System was not and could not be restored，even though the name of Sansheng， 

including Shangshusheng(the Council of State Affairs)，Menxiasheng(the Chancellery)and Zhongshusheng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was rectified．The expectation to restore the Sansheng System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affairs wa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of the emperors and high officials of 

the Song Dynasty about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the Tang Dynasty．But during the Song Dynasty，decision— 

making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s changed enormously，especially the making and delivering of imperial 

edi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processes．So the Sansheng System of the Early—Tang Dynasty could only be an 

expected model and framework during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Yuanfeng Period． 

Key words：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Yuanfeng Period，Sansheng System，rectification of the names， 

restoration of the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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